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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代际流动视角下的教育与收入固化 

 
 

摘要：传统上人们认为教育是社会流动的关键渠道，这一结论在当代中国能否成立引

发了笔者的思考。本文通过构建博弈框架、世代交叠框架，分析我国现行教育体制下，义

务教育、高中教育对于收入差距以及更宏观的经济增长间的影响。本文发现高收入家庭的

子女更可能在少年期接受更多的教育，积累更多的人力资本，从而享有更高的收入水平。

为了检验这一命题，文章设置了分布滞后模型、联立方程模型的计量框架，并用 3SLS 方

法进行估计，确认了这一结论，同时也指出收入差距对于教育程度的滞后影响，并给出了

可能的解释。本文结果提示：政府应合理管控课外培训等提供额外教育的厂商，同时进一

步扩大教育领域的投资，并依靠进一步的经济发展克服收入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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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作为公共经济学领域的关键话题，教育和收入之间的关系为学界广泛讨论。一方面，中

国家庭有着重视子女教育的传统，人们广泛认为教育对个体收入有着重要影响、是社会流动

的关键渠道。另一方面，教育获得的公平性是社会公平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制定教

育政策的基本出发点。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腾飞伴随着收入差距的增加，城乡和地区间

的教育不平等程度也有所扩大，收入差距对教育获得的不平等程度也会产生重要影响。因此，

深入验证教育和收入分配之间的相互关系，有助于从结构性的角度推动目前教育不平等和收

入差距状况的改善，从而促进社会的公平与和谐。 
事实上教育与收入间的因果关系广为学界检验，其中最富盛名的：Angrist 和 Kruger

（1991）利用出生日期作为工具变量，实证地检验了多受一年义务教育能够明确增加个体未

来收入。Jia 和 Li（2021）以高考分数线作为断点，发现接受更高精英教育会显著提高毕业

后首份工作的工资。 
关于教育和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国内外学者也进行了丰富的研究。国外多数研究发现，

教育发展有助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而教育不平等和收入不平等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

Becker 和 Chiswick（1966）选择美国各州和国家层面的数据，发现教育不平等的扩大会导致

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但也有研究得出的结论和主流相反，Battiston（2014）基于拉美国家

1990-2009 年的数据发现，由于教育收益随教育水平提高而上升，教育扩张会减轻收入不平

等的程度。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在前人理论的基础上对教育不平等和收入差距间

的关系进行了检证。白雪梅（2004）基于 1982-2000 年的数据验证了教育不平等和收入不平

等间的倒 U 型关系，指出中国目前正处于曲线顶点的左侧，人均受教育年限的提高会扩大

收入差距；杨俊等（2008）借助内生增长模型研究教育不平等和收入分配间相互影响的作用

机制与方向，发现目前中国的教育投入水平和城市化进程未能有效地改善教育不平等程度。

但另有学者认为教育发展对改善收入差距依然存在着积极作用。陈钊等（2004）借助 1987-
2001 年中国各地区完整教育发展的面板数据，发现高等教育的持续均衡发展将有助于缩小

地区间收入差距。 
从财政学的角度看，人均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公共教育投入之间也存在着密切联系，政府

和家庭对教育的投入通过影响教育获得进而作用于个人的收入。因此，在考察教育不平等和

收入差距间的关系时，家庭教育投资和教育财政支出是至关重要的变量。 



Becker 和 Tomes（1979）最早建立了代际收入传递的经济学框架，他们通过世代交叠模

型指出父代对子代的人力资本投资以及禀赋的遗传是代际收入的主要传递机制。此外，更有

研究发现不同地区、不同教育阶段的政府教育投入以及不同收入群体的家庭教育投入对收入

差距的影响均存在显著的差异性。陈斌开等（2010）基于 2002 年 CHIP数据，揭示了城市

偏向的教育经费投入政策是城乡教育水平、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决定因素；王晓清和刘

东（2012）研究发现教育财政支出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地区间差异性，相比于东部和中部，

西部地区的教育支出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许永洪等（2019）发现早期的普适性教育政策缓

解了收入分配不均，但是近年来由于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质量的分化，社会整体教育水平提

高起到了加剧收入分配不平衡的效果。 
综合以上研究我们发现，各研究的结论不尽相同，而大多专注于计量的研究缺乏理论基

础，而早年试图将教育和收入不平等纳入内生增长、世代交叠等模型的研究又仅采用数值模

拟进行验证、缺乏足够的现实数据的实证基础。加之过去三十年我国经济高速发展、教育市

场化不断推进，我们也有理由相信教育和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变化，

而近年来的研究大多专注于微观视角的因果识别，鲜少有学者通过最新的数据构建理论、实

证一体的框架。本文将尝试填补这一空白。 
本文将先构建简单的博弈模型，解释家庭面对额外教育机会时的选择，并引出四期世代

交叠模型，这一模型将引入我国特色的高考升学制度，并通过理论推导剖析解释我国现行教

育制度存在的问题。为了检验理论模型得到的结论，我们将构建分布滞后模型、联立方程模

型以及三阶段最小二乘方法的计量框架，尝试在经济增长的大框架下研究教育与收入之间的

即期和滞后影响，从而最终得到文章的结论。 
 

二、理论模型 
着眼于教育与收入的内在逻辑，本文分别从静态与动态的视角出发构建模型，对研究主

题进行由浅入深的分析。 
在现行制度的教育分流压力驱动下，当父母面对子女学业成绩落后，或其他人子女学业

成绩突出时，家长有激励增加子女校外学业数量从而提升其竞争力。同理，其他家长为使自

己子女能够跟上其他孩子的学业水平，也会采用同样的竞争策略，这样就造成了学业数量竞

争的“囚徒困境”。因此，我们首先想到以博弈论的框架探究教育不平等的微观机制。 
（一）义务教育阶段学业竞争的一次性博弈分析 

我们将学生的学业表现用如下函数刻画： 
𝑃𝑒𝑟𝑓(𝜋, 𝑒, 𝑔) = 𝜋(𝑒 + 𝑔)! ,			0 < 𝛾 < 1 (2.1) 

其中	𝜋	代表学生的能力禀赋，𝑒	代表学生校外补习的数量，𝑔	代表学生校内学业的数量，

𝛾是一外生给定的参数，代表学习量的增加能给个人学业表现带来的提升水平。从遗传学视

角看，某人的能力禀赋仅与其父母有关；同时在短期内，学校的教育水平与课业压力不会有

太大变化。基于上述两点，我们把	𝜋	和	𝑔	视作外生给定的变量，而变量	𝑒内生决定。1 
进一步地，在一个简化的只有两个学生𝑖和𝑗的模型中，我们规定学生家庭在学业方面的

效用函数为： 

𝑈𝑡𝑖𝑙𝑖𝑡𝑦" = 9
𝑣, 𝑃𝑒𝑟𝑓" < 𝑃𝑒𝑟𝑓#

𝑣 + 𝑉(𝑃𝑒𝑟𝑓"), 𝑃𝑒𝑟𝑓" ≥ 𝑃𝑒𝑟𝑓#
 

 其中	𝑉	是关于学生学业表现的价值函数，服从稻田（Inada）条件。该效用函数意味着在

有限的教育资源以及不均匀的教育资源分配制度下，若某一方学业表现突出，则他能够基于

现行的学业考核标准根据学业表现获得更多的优质资源与升学机会，而学业表现较弱的一方

只能获得与学业表现无关的基础教育资源𝑣。 
 

1 为了简便起见，该式并未引入随机冲击。 



基于上述函数，我们借助博弈论的相关假设和分析方法，构建只有两个学生 A、B 的静

态完全信息博弈模型，并对竞争性成因导致的学业压力及家庭教育开支增加做出分析。为了

分析的方便，我们先假设双方只能选择能否补习，而不能改变校内外教育的学业数量，同时

双方能力禀赋、学习方法、学业内容无差异。 
假设有 A 和 B两个学业竞争主体，双方都具有充分的理性且信息完全。现双方进行一

次性静态博弈，博弈策略集合	𝑆$,&	𝜖	?补习，不补习@。画出支付矩阵如下： 
 

 学业竞争主体 B 
学业竞

争主体

A 

 补习 不补习 
补习 𝑣 + 𝑉(𝜋(𝑒 + 𝑔)!), 𝑣 + 	𝑉(𝜋(𝑒 + 𝑔)!) 	𝑣 + 𝑉(𝜋(𝑒 + 𝑔)!), 𝑣 
不补习 𝑣, 𝑉(𝜋(𝑒 + 𝑔)!) 𝑣 + 𝑉(𝜋𝑔!), 𝑣 + 𝑉(𝜋𝑔!) 

表 3.1 支付矩阵 1 
  
显然，“不补习”是相较于“补习”的严格劣战略，我们得到该博弈的纳什均衡为（补

习，补习），这意味着双方都有很强的意愿获取额外的教育。 
若进一步探究该模型下最优的校外补习数量，即放宽原有的“校外补习数量不变”这一

假设，同时规定0 ≤ 𝑒$,& ≤ 𝑦 − 𝑐(，𝑐(是家庭的必要消费支出，我们得到 A、B 的最优反应函

数𝑏𝑅$和𝑏𝑅&： 
𝑏𝑅$(𝑔&) = 𝑒)*+ = 𝑦 − 𝑐( 
𝑏𝑅&(𝑔$) = 𝑒)*+ = 𝑦 − 𝑐( 

 通过求解最优反应函数的交点，我们得到纳什均衡点为(𝑒)*+ , 𝑒)*+)。这一均衡反映两

点：首先，当面临着是否补习的决策时，理性的家庭往往会选择补习；其次，在约束条件下，

家庭会仅保留必要的生活支出，并把其余的收入全部用于课外补习。 
上述第二点是一条很激进的结论，原因在于该模型没有考虑到课外补习支出导致可支配

收入减少的效用损害，但它定性地向我们展示了家庭有在能力范围内消费更多补习的意愿。

通过对模型进行修正，我们引入新的函数𝑢(𝑦,)，它反映了扣除课外教育支出后，可支配收

入对于家庭的效用，也服从稻田（Inada）条件。 
修正后的总效用函数以及博弈支付矩阵如下： 

𝑈𝑡𝑖𝑙𝑖𝑡𝑦" = 9
𝑉(0) + 𝑢(𝑦,), 𝑃𝑒𝑟𝑓" < 𝑃𝑒𝑟𝑓#

𝑉(𝑃𝑒𝑟𝑓") + 𝑢(𝑦,), 𝑃𝑒𝑟𝑓" ≥ 𝑃𝑒𝑟𝑓#
 

 

 学业竞争主体 B 

学业竞

争主体

A 

 补习 不补习 

补习 𝑉(𝜋(𝑒 + 𝑔)!) + 𝑢(𝑦 − 𝑒𝑝), 𝑉(𝜋(𝑒 + 𝑔)!) + 𝑢(𝑦 − 𝑒𝑝) 	𝑉(𝜋(𝑒 + 𝑔)!) + 𝑢(𝑦 − 𝑒𝑝), 𝑉(0) + 𝑢(𝑦) 

不补习 𝑉(0) + 𝑢(𝑦), 𝑉(𝜋(𝑒 + 𝑔)!) + 𝑢(𝑦 − 𝑒𝑝) 𝑉(𝜋𝑔!) + 𝑢(𝑦), 𝑉(𝜋𝑔!) + 𝑢(𝑦) 

表 3.2 支付矩阵 2 
 

 可以发现，此时做出是否补习的决策与家庭对学业以及当期可支配收入的偏好有关，而

这超出了上述框架的解释范畴。为了更清楚地阐释这一问题，我们引入如下的四期异质性世

代交叠模型。 
 
（二）四期 OLG 模型中的家庭效用最大化问题 

基于 Becker & Tomes(1979)的世代交叠模型，我们根据我国升学制度进行生命周期期数

的划分。假设个体生命长度为 60 年，规定每期长度为 15 年，并将个体所处年龄段划分为 1



至 15岁的幼年期、16至 30岁的少年期、31至 45岁的青年期和 45至 60岁的中年期，由于

子女通常在 6 岁开始小学阶段的学习，我们有效地将九年义务教育完全纳入个体的幼年期

中，把高中和大学教育包含在个体的少年期中。这有利于我们分别探究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

育对于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同时，我们规定家庭仅有两种可能的构成：青年期的父母和幼年期的子女、中年期的父

母和少年期的子女。家庭是做出决策的基本单位，而父母负责家庭的各项决策。基于上述设

定，我们用父母的年龄段来表示家庭的年龄，可以从世代更迭的角度对我国的教育和经济做

出如下描述：首先，处于青年期和中年期的家庭组成了整个经济；其次，义务教育阶段由家

庭的青年期覆盖，而子女的高中和大学教育阶段由家庭的中年期部分覆盖；最后，在原家庭

的中年期期末，父母会退出经济，而处于少年期的子女会在下一期生育并组成新的家庭2，

即原家庭的子代与孙代。 
为了规范地描述青年家庭与壮年家庭的选择，我们规定青年家庭的效用函数由家中父母

青年期的人力资本水平	ℎ-	和子女的天生禀赋	𝜋决定，而中年家庭的效用函数由父母在中年

期的人力资本水平	ℎ.、子女的天生禀赋	𝜋	以及经过义务教育投资后少年期的子女所积累的

人力资本	𝜋	H决定。 
下面我们将通过分别对青年家庭和中年家庭构造最大化问题，分析家庭对于子女教育选

择的内在原因以及描述子女人力资本积累的过程。 
1．青年家庭 
给定青年家庭中的父母人力资本ℎ-，子女的天生禀赋𝜋，最大化问题可写作： 

𝑉-Iℎ- , 𝜋J = max
/
[𝑢I𝑐-J + 𝛽 ⋅ 𝑉.(ℎ., 𝜋, 𝜋Q)] (2.2) 

𝑠. 𝑡.				𝑐- + 𝑒 = 𝜔ℎ- ,			𝑒 ≥ 0 (2.3) 
		ℎ. = 𝛿ℎ- ,			𝛿 ≥ 1 (2.4) 
𝜋Q = 𝐺(𝑒, 𝜋, 𝑔) (2.5)				 

 其中，内生变量为青年家庭对子女的私人教育投资𝑒，而政府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投资

g 外生给定。𝛽是对下一期效用的贴现水平。式(2.3)描述了青年家庭的预算约束，参数𝜔反
映父母人力资本ℎ-转化为收入的工资率。3式(2.4)描述了工作时长的增加以及工作经验的积

累对人力资本的促进作用，参数𝛿反映从青年期至中年期父母人力资本的增加比例。式(2.5)
描述了子女接受教育后下一期人力资本	𝜋Q	的增加途径，反映了青年家庭对子女教育投入的

结果。 
 在 OLG 模型中，我们可以把上文式(2.1)所描述的学业表现理解为子女人力资本𝜋Q，即： 

𝜋Q = 𝐺(𝑒, 𝜋, 𝑔) = 𝜋(𝑒 + 𝑔)! ,			0 < 𝛾 < 1 
如此设定的意义在于：首先，相同教育水平下，子女天生能力禀赋	𝜋	越大，子女期初积

累的人力资本水平也会更高；其次，子女能力禀赋给定的情况下，由于政府教育投入的量短

期内不会发生改变，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可以额外提升子女于下一期的积累的人力资本。 
 除了私人教育投入与政府义务教育支出的相对水平外，政府义务教育支出和私人教育支

出的替代互补关系也决定了政府义务教育支出在缓解收入不平等和增加代际流动性方面的

作用。若二者为替代关系，意味着提高政府义务教育支出会引导家庭减少私人教育投资数量，

有助于缓解教育不平等。反之，若二者为互补关系，则意味着提高政府义务教育支出会引致

高收入家庭更多的私人教育投资数量,从而减弱义务教育对于代际流动性的提升作用。4 
 

2 此处我们假定经济中的人口增长速度是外生变量。 
3 为简化起见，此处假定家庭既不会发生借贷行为，也没有储蓄意愿。 
4 在国外的实证研究中，Peltzman(1973)利用美国教育财政数据的研究发现，政府对家庭教育支出提供专
项补贴能够显著地替代私人的教育支出。虽然教育体制存在很大差异，国内的研究也基本支持了上述结

论：杨大楷等（2010）运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估计了我国公共教育对私人教育的引导作用，发现公共教育



2．中年家庭 
 相较于青年家庭，中年家庭所面临的选择更为复杂。在家庭的中年阶段，子女已经结束

了义务教育，父母需要决定是否让子女继续高中以及大学的学习。 
中年家庭的最大化问题可以简单写作： 

𝑉.(ℎ., 𝜋, 𝜋Q) = max[ 𝑉.0.12(ℎ., 𝜋, 𝜋Q), 𝑉./,3(ℎ., 𝜋, 𝜋Q)] (2.6) 
该式描述了中年家庭在是否让子女继续受教育这一问题上做出取舍的过程及依据。其中，

𝑉.0.12(ℎ., 𝜋, 𝜋Q)是子女选择在义务教育结束后直接工作能够给家庭带来的最大效用，而

𝑉./,3(ℎ., 𝜋, 𝜋Q)是子女选择继续高中阶段的学业能给家庭带来的最大效用。 
先考虑家庭选择让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直接工作的情景，我们设定最优化问题： 

𝑉.0.12(ℎ., 𝜋, 𝜋Q) = max[𝑢(𝑐.) + 𝛽 ⋅ 𝑉-45"6,Iℎ-45"6, , 𝜋7J] (2.7) 
𝑠. 𝑡.				𝑐. = 𝜔ℎ. +𝜔ℎ845"6, (2.8)

ℎ845"6, = 𝜋Q (2.9)
 

式(2.7)中的	π7	是子女所养育的子女（即孙辈）具有的能力禀赋。式(2.8)是对于该家庭

预算约束的描述，式(2.9)表明由于子女没有接受进一步的教育，因此子女在其少年期初的人

力资本	h9:;<=>	即义务教育所积累的人力资本	πH	。这个设定的意义在于，尽管子女因为没有接

受进一步的教育而阻碍了当下及未来人力资本的增长，但其直接工作会增加当期的家庭收入

导致家庭消费约束的放宽，从而增加家庭当期的效用水平。 
 若子女选择继续高中阶段的学业，则会面临一定程度的不确定问题。高考分数是决定学

子能否进入大学的主要判断依据，子女接受高中教育后仍有一定概率无法考上大学。由于进

入高中后的学生仅面临两个结果：考取大学及未考取大学，我们定义哑变量𝜑：若	𝜑 = 1，
则表示学生在高中的学习后顺利考入大学，并在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若𝜑 = 0，则表示学

生高考失利未考入大学，并在高中毕业后直接参加工作。 
基于上述假定，我们考虑家庭选择让子女继续接受高中教育时面临的最优化问题： 

𝑉./,3(ℎ., 𝜋, 𝜋Q) = max[𝑢(𝑐.) + 𝛽 ⋅ 𝑉-45"6,Iℎ-45"6, , 𝜋7J] (2.10) 
𝑠. 𝑡.				𝑐. + 𝑡5"?5 + 𝑡4.66/?/ = 𝜔ℎ. +𝜔ℎ845"6, ⋅ I1 − 𝑝5"?5 − 𝜑 ⋅ 𝑝4.66/?/J (2.11) 

ℎ845"6, = (1 − 𝜑)𝜃5"?5 ⋅ 𝜋Q + 𝜑 ⋅ 𝜃4.66?/ ⋅ 𝜋Q (2.12) 
 式(2.11)在考虑学费成本的前提下描述了家庭的预算约束。其中𝑡5"?5和𝑡4.66/?/是高中和

大学所需的学费，𝑝5"?5和	𝑝4.66/?/是高中教育时长和大学教育时长占这一期总时长（15 年）

的比例。𝜔ℎ845"6, ⋅ I1 − 𝑝5"?5 − 𝜑𝑝4.66/?/J是结束非义务阶段教育后（无论是高中还是大学）

子女在该期参加工作所获得的收入。式(2.12)描述了子女人力资本积累的过程，若子女未考

取大学（即𝜑 = 0），ℎ845"6, = 𝜃5"?5 ⋅ 𝜋Q	，𝜃5"?5是高中的学习对于子女人力资本水平相较于义

务教育结束时期的提升比例；若子女考取大学（即𝜑 = 1），ℎ845"6, = 𝜃4.66?/ ⋅ 𝜋Q，𝜃4.66?/是高

中的学习对于子女人力资本水平相较于义务教育结束时期的提升比例。可见无论是仅接受了

高中教育的子女还是顺利进入大学的子女，式(2.12)都能很好地阐述其参加工作时人力资本

的水平。 
 上述四期 OLG 模型向我们刻画了私人教育和高等教育固化收入进而扩大收入不平等的

过程。我们假定个体进入大学的概率与高中的教育质量无关，且仅与其少年期期初的人力资

本水平𝜋Q有关，则得以通过高考考取大学的概率是关于子女义务教育后人力资本水平	𝜋Q	的增

函数。在完成义务教育后，人力资本水平	𝜋Q	越高的个体通过接受高中教育考取大学的概率越

高。因此，能够进入大学学习积累更多人力资本，从而提高毕业后收入水平的个体往往是那

 
与私人教育在短期内为替代关系，在长期体现为弱互补关系。此外还有研究表明，不同地区、不同教育阶

段的政府教育支出，以及不同收入群体的家庭教育投入都会显著影响收入差距的变化。吴强（2011）利用
湖北省 1997-2003年省级教育财政和城镇居民调查构成的面板数据发现，公共教育支出的增加对于私人教
育支出起替代作用，其中对于低收入群体的影响尤为显著。 



些在幼年期的义务教育阶段表现得更好的个体。这无非有两种可能：个体天生能力强，或是

父母收入更多从而愿意进行更多的私人教育支出。换言之，高收入家庭的子女更可能在少年

期接受更多的教育，积累更多的人力资本，从而享有更高的收入水平。 
我们设定的上述理论模型揭示了中国教育现行存在的问题之一，即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固化阶级的途径。尽管由于模型的复杂性，我们无法通过定量的方

法计算出最优化的结果以及不同变量对于教育不平等的影响程度，但以上设定仍有助于我们

理性地理解教育带来的影响。 
 

三、数据、实证估计方法与结果 
下面我们尝试对通过理论模型得到的结论进行实证检验。由于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和收

入不平等间存在相当严重的反向因果，我们很难通过控制实验的方式刻画这些变量之间的单

向因果关系。因此我们采用了联立方程模型处理这一问题，考察诸内生变量间的相互影响；

同时为了刻画变量的累积影响，我们纳入了分布滞后模型。在对联立方程模型进行估计时，

我们采用了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对所有方程进行整体估计，以期对该系统得到更有效

率的估计。下面我们逐个介绍我们使用的模型。 
分布滞后模型的一般形式是： 

𝑌8 = α +e𝛽"𝑋8@"

2

"A(

+ 𝜇8 (3.1) 

若直接以(3.1)式估计会导致较为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我们转而采用 Almon 多项式

变换以减少需要估计的参数的个数（杨俊等，2008）。我们假设𝛽"可以表示成： 
𝛽" = 𝛼( + 𝛼B𝑖 + 𝛼C𝑖C +⋯+ α)𝑖) (3.2) 

带入(3.1)式即得： 

𝑌8 = 𝛼 +e(𝛼( + 𝛼B𝑖 + 𝛼C𝑖C +⋯+ 𝛼)𝑖))𝑋8@"

2

"A(

+ 𝜇8

= α + α((𝑋8 + 𝑋8@B +⋯+ 𝑋8@2) + ⋯+ α)(𝑋8@B + 2)𝑋8@C +⋯+ 𝑘)𝑋8@2) + 𝜇8
= α + α(𝑆(8 +⋯+ α)𝑆)8 + 𝜇8 (3.3)

 

我们可以通过 OLS 对(3.3)式进行回归，再将得到的系数带入(3.2)式，从而可以求得

(3.1)式各回归系数的估计值。我们参照收入分配领域的主流论文，并尝试逐阶递增，确定了

滞后期数𝑘 = 4和分布滞后项次数𝑚 = 3。相应地，为了避免滞后 4 年带来的多重共线性，我

们省去了前 3 年的样本。5 
模型中联立方程模型的设置包括收入、投资、教育和收入不平等的决定方程（陈钊等，

2005）。 
收入的决定方程中，我们纳入投资占 GDP 的比重以及人均受教育年限，基于一般的宏

观增长模型我们控制了人口增长率，同时控制了经济结构中政府支出占 GDP 的比重，基于

中国的国情我们再控制城市化的速度，最后加入表征省份地理位置的哑变量。在投资方程中，

我们纳入城乡收入差距的滞后项之和6，控制政府支出对投资可能带来的挤出效应，再控制

城市化程度以及表征省份地理位置的两个哑变量。在教育方程中，我们纳入了城乡收入差距

的滞后项之和，并相应控制城市化水平以及两个哑变量。在收入差距方程中，我们纳入城市

 
5 事实上我们操作的过程是先控制𝑘，逐级增加𝑚，发现当𝑚 = 4时，在对(3.3)式回归的过程中，因为过
强的多重共线性导致了变量的自动漏出，而在𝑚 = 3时可以正常得到滞后项，因此我们选定𝑚 = 3。在此
基础上我们尝试不同的𝑘，直到呈现显著的结果，经过尝试，𝑘 = 4时符合我们的要求。 
6 由于缺乏一省内更具体的收入分布，我们很难得到省内的基尼系数等，我们转而通过城乡人均可支配收
入之差表征省份内的收入差距。世界银行的报告和魏尚进的研究等检验了这一方法的有效性。 



化速度、城市化水平和人均受教育程度，相应控制滞后一期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两个哑变

量。 
四个方程的具体形式如下： 

𝑖𝑛𝑐𝑔𝑟 = 𝑓B(𝑔𝑝, 𝑖𝑔𝑑𝑝, 𝑦𝑒𝑎𝑟𝑠𝑖𝑛𝑠𝑐ℎ𝑜𝑜𝑙, 𝑔𝑔𝑑𝑝, 𝑐𝑣,𝑚𝑖𝑑,𝑤𝑒𝑠𝑡),	
𝑖𝑔𝑑𝑝 = 𝑓C(𝐼𝑁𝐶𝐿, 𝑔𝑔𝑑𝑝, 𝑐𝑝𝑝,𝑚𝑖𝑑,𝑤𝑒𝑠𝑡),	

𝑦𝑒𝑎𝑟𝑠𝑖𝑛𝑠𝑐ℎ𝑜𝑜𝑙 = 𝑓D(𝐼𝑁𝐶𝐿, 𝑐𝑝𝑝,𝑚𝑖𝑑,𝑤𝑒𝑠𝑡), 
𝑖𝑛𝑐𝑔𝑎𝑝 = 𝑓E(𝑐𝑣, 𝑐𝑝𝑝, 𝑦𝑒𝑎𝑟𝑠𝑖𝑛𝑠𝑐ℎ𝑜𝑜𝑙, 𝑖𝑛𝑐B, 𝑚𝑖𝑑, 𝑤𝑒𝑠𝑡). 

其中各个变量名的含义见下表所示： 
 

变量名 释义 
incgr 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 

gp 人口增长率 
igdp 投资占 GDP比重 

yearsinschool 人均受教育年限 
ggdp 政府支出占 GDP比重 

cv 城市化速度 
inc_1 滞后一期的收入水平 
mid 表示中部省份的哑变量 
west 表示西部省份的哑变量 
INCL 城乡收入差距的滞后项之和 
cpp 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incgap 城镇人口可支配收入与农村

人口可支配收入之差 
表 3.1 变量名释义 

 
基于这一模型，我们运用 1990-2019 年中国的省际面板数据7进行了 3SLS 的回归估计，

结果如下表所示： 
 

 (1) (2) (3) (4) 
VARIABLES incgr igdp yearsinschool incgap 
     

 
7 在数据的获得过程中有如下细节值得注意：1、由于早年部分省份并未公布农业常住人口和非农常住人
口，我们运用非农户籍和农业户籍人口以代替常住人口进行估计。2、由于大部分省份在 2017-2018年之
后不再统计支出法的 GDP，相应地也就不再统计政府支出和投资的数据，因此我们通过固定资产的变动
额近似投资，我们通过在有投资数据的年份比较二者的均值，从而进行了固定比例的调整，最终得到的调

整后的投资数据，为了验证这一指标产生方法的有效性，我们在有投资数据的年份比较这一指标与真实的

投资数据，发现差距大多在 5%以内，因此我们运用这一指标代替了缺失年份的投资数据。同时我们也运
用财政支出的数据代替了支出法核算中的政府支出数据，二者之间的差距在调整之后同样不会对结果产生

显著的影响。3、人均受教育年限的数据仅在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时有官方的统计，因此我们搜集了一省
内 6岁以上人口的教育情况以及文盲比例，辅以各阶段的受教育时长，计算出人均受教育年限。这一方法
可能的问题在于忽略了辍学情形给人均受教育年限带来的影响。虽然各省统计局每年年鉴中公布有辍学

率，但我们无法得知辍学的学生是在第几年退出学习，也就无法对这一指标进行可靠的调整。4、城市化
速度 cv以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cpp的增长率计算得到。5、我们数据的总观察值为 930个，但由于缺
失了部分数据（包括但不限于西藏、新疆、宁夏等省份早年的数据可及性较差），且为了防止多重共线性

主动删去了部分数据，我们最终用于回归的样本数为 693个。6、为了使得 INCL的回归系数落在合理区
间内，INCL以十万为单位。7、数据的主要来源包括各省的统计年鉴、Wind数据库以及省政府的社会统
计公报，个别官方渠道可及性相对较差的数据来自于前瞻数据库。 



INCL  0.257*** 3.784***  
  (5.17) (16.97)  
gp 0.048    
 (0.22)    
igdp -0.982***    
 (-6.84)    
yearsinschool 0.038***   1161.393** 
 (4.81)   (2.42) 
ggdp 1.299*** 1.456***   
 (5.66) (11.30)   
cv 0.596***   4,008.521*** 
 (14.62)   (4.10) 
cpp  0.072* 3.150*** -7,947.109*** 
  (1.61) (15.62) (-4.80) 
inc_1    0.718*** 
    (25.26) 
mid 0.037*** 0.044*** 0.171*** 931.661*** 
 (3.79) (3.17) (2.99) (4.94) 
west 0.068*** 0.050*** -0.515*** 3,249.079*** 
 (4.30) (2.96) (-7.44) (10.24) 
     
Constant 0.111*** 508.758*** 7,494.065*** -4.498.296 
 (3.07) (5.17) (16.98) (1.54) 
     
Observations 693 693 693 693 
R-squared -3.393 0.244 0.754 0.931 

*** p<0.01, ** p<0.05, * p<0.1 
表3.2 回归结果 

 
下面我们简单阐述模型回归得到的一部分重要结果： 
在上文世代交叠模型中，我们得到的“教育扩大了收入差距”这一重要结论在第四个回

归方程中得到了证实，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增加确实对收入差距有着明确的正向影响。 
通过 INSL 的回归系数，我们能够得到收入差距对于人均受教育程度的即期影响和滞后

影响。在当期，收入差距对于人均受教育程度影响较大，达到 3.44，此后三年有所波动，分

别是 0.312、-0.484、0.229，在第四年波动到 1.625，随后逐渐趋于 0。这意味着从累积影响

的角度，收入差距的扩大平均而言会提高人均受教育程度，这可能是因为十分富有的新贵阶

层十分重视子女教育，这同样与前文所述的四期 OLG 模型是相一致的。而从即期影响考虑，

影响指标波动到负，即收入差距的扩大平均而言会减少人均受教育程度的原因可能是会有更

多的低收入家庭面临收入信贷（陈钊等，2005）、不均等的机会等问题，而降低各级学校的

入学率并在大约一个受教育阶段之后降低全社会的人均受教育水平。 
而纵观回归的四个方程，在以收入水平衡量的经济增长中：人口增长有不显著的正向影

响，笔者猜测可能的原因是我国在过去三十年存在的劳动力过剩问题；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增

加对经济增长有着确切的正向影响；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也有着明确的正向影响；而投资占

比对经济增长有明确的负向影响，这似乎与一部分主流研究相悖，可能的原因在于政府为了



应对 2008 年次贷危机大规模的财政刺激与此后经济的高速复苏为这一回归系数提供了较多

的负向增益8。在投资方程中：政府支出和城市化速度对于总投资有明确的正向影响，后者

与直觉是一致的，而前者意味着挤出效应在我国可能大大弱于带动效应。而从我们核心关心

的教育方程中可以发现：西部的教育水平大大弱于中东部；城市化对于教育的推动作用是较

为明确的。在收入差距方程中：城市化水平与收入差距呈现明确的正相关；而城市化进程有

助于减小收入差距；一个较为悲观的结论是经济的发展似乎扩大了收入差距，而这事实上也

与我们对过去 30 年的直观印象相一致。 
 

四、结论与讨论 
目前本文仍然存在着众多可提升的空间：在分为四期的 OLG 模型中，我们可以进一步

引入信贷和储蓄市场，以概率的方式刻画高中毕业的个体能否考入大学，并用动态方式刻画

一般均衡下长期教育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我们对模型的系统求解也暂时被搁置；在实证检

验的部分我们的数据仍需要进一步完善，一方面提升现有的指标数据质量，另一方面应纳入

更多外生变量，在此基础上方能够检验是否存在教育水平提高与收入不平等间的“倒 U”型
关系，我们目前也缺失了平稳性检验的部分，无法给出更可靠的结论，事实上近年来联立方

程模型在其有效性上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更多学者转而通过结构 VAR 的方式刻画内

生性严重的相互影响问题——以上种种由于时间紧张、笔者水平有限，留待日后的进一步讨

论。 
而基于上文所述的十分初步的理论模型和实证检验，我们仍可以为本研究下一个简短的

结论： 
我们从博弈模型中知道，在完美信息下家庭总是将抓住机会尽可能为孩子提供更多的教

育，直观地，毋需讨论我们便能知道在非完美信息下（即更接近我国当前的现状）不会得到

相反的结果，纳什均衡仍将向追求更多教育的方向收敛。而通过世代交叠模型引入家庭在消

费、投资子女教育之间的选择后，我们似乎窥见了一个令人担忧的事实，即当前中国的教育

成为了收入阶层固化的途径之一。为了对这一结论进行实证的检验，我们设置了联立方程模

型并运用 3SLS处理教育和收入差距这一组内生性严重的变量，同时出于对滞后变量的关心，

我们纳入了分布滞后模型，最终一方面成功检验了理论模型得出的结论，另一方面也从反向

意义上分析了收入差距对于教育程度的滞后影响，并给出了可能的解释。回归得到的结果中，

除了对收入差距和教育相互影响的检验外，我们也欣喜地发现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的减小都

可以通过城市化得到改善，教育程度的提高对于经济增长也有着确切的正向作用。这意味着

在一定的政策空间内，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社会公平的进步是可以共同达到的。 
仅仅针对于目前本文的研究所暴露出的中国教育存在的诸问题，笔者尝试给出如下的解

决方案： 
 鉴于当前中国教育的发展情况促进了收入阶层固化，而上文分析到，额外的教育例如课

外补课是促成中国教育发展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认为政府应当介入并限制课外教育培

训行业的无节制扩张。需要注意的是，政府应当着重规范已经体系化、产业化的教育培训行

业。上文提及，纳什均衡使得家庭总是追求更多的教育，而更多教育的主要来源就是产业化

的课外教培行业，近似于在教育培训行业中的垄断厂商。2020年，“双减”政策落地，政府

对所有的教育培训行业进行“一刀切”式地叫停。体系化、产业化教育培训机构的叫停确实

有助于中国教育发展的平衡，进而减缓收入阶层固化的现象。由政府教育支出的公平—效率

转换线，我们知道一定范围内对教育公平的提升有利于促进教育效率的提高，而超过某一临

界点后，教育公平的提升反而阻碍了教育效率的发展。因此，叫停教育培训行业是否对全社

会福利最大化有所裨益，仍是一个待商榷的命题。 

 
8 笔者尝试将数据集中 2008-2010年的政府财政支出数据调低，这一系数的绝对值便有显著的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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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能够成为促进经济增长、

缩小收入差距、推进教育平等的突破口。上文提到，由于我国的挤出效应弱于带动效应，政

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大于对私人投资的负面影响，因此我们建议，政府应继续加大

投资，尤其是增加对中西部地区等教育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教育支出，促进欠发达地区的城

市化进程，用投资的扩张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带动地方产业。 

近些年来，2008年经济危机、2020年新冠疫情等外生冲击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不

利影响，经济颓势带来了教育差距增大和收入固化等问题，在这一背景下，政府投资更应成

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稳定器和推进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先把‘蛋糕’做大，然后通过合

理的制度安排把‘蛋糕’分好。”事实上我们的研究发现，“蛋糕”做大不仅是合理分配“蛋

糕”的必要条件，也是实现更好分配的重要途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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